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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按照马克思经典理论，农民是分散的，中共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中共在 

陕甘宁边区的实践是通过在动员中不断提高基层政权，尤其是乡政权的效能来动员和组 

织农民。在陕甘宁边区，动员最初大多是指向经济内涵，主要包括农民的财物、人力与畜 

力，即对农民负担的动员。负担重不重，公平不公平，是边区政府与农民对动员的两个共 

同的关切。经济动员一旦出现问题,则通过政治上相应的举措进行补救，政治和经济相辅 

相成，成为动员的两翼。陕甘宁边区动员的展开逻辑，是从不正规动员到正规动员，再到 

累进税制。动员在初期主要是临时的不正规动员，劳师动众，浪费民力又效率不高，此后 

虽然作为正规动员的救国公粮等制度开始发挥作用，但不正规动员仍占有相当比重。为 

解决不正规动员的问题，边区政府开始着力解决边区“头重脚轻”的政权结构，充实加强 

乡政权，并努力把乡政权工作正规化、经常化。在充实乡政权取得一定成效后，边区走上 

了从动员转向累进税收的正道，从而真正发挥农民生产积极性，为抗战的胜利和政权的巩 

固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动员 革命 陕甘宁边区 中共

抗战时期的中国侬民占了人口的大多数。全面抗战爆发后冲共在陕甘宁边区也面临着如何 

动员农民的问题。要动员农民，首先要了解农民。中共对于农民的看法受着马克思的深刻影响。 

马克思对于法国农民有一个著名的“马铃薯论”：“小农人数众多”，但是，“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 

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因为隔离而变成分散的个体,“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 

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 

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了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 

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①“马铃薯论”表明农民是分散的。虽然 

马克思分析的是法国农民，但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中国农民。马克思所指称的“马铃薯”的分散 

性,在华北农民中也是存在的。毛泽东也早已认识到了农民的分散性问题，特别强调：“严重的问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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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①为了克服农民的分散性，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特别注重提 

高直接面对农民的基层政权、尤其是乡政权的效能来动员农民。

对于陕甘宁边区的基层政权已有一些研究，涉及县政权与县长群体，也涉及一些乡政权但未涉 

及其与动员农民的关系。②有研究注意到抗战初起，农民“还没有组织起来，可以说是一盘散 

沙”③，也有一些研究考察了中共对华北农民的动员④，但对于动员与基层政权、尤其是乡政权之间 

关系的关注、发掘尚不够。对于动员,学界强调其各个侧面的作用，除了政治动员和经济动员，还有 

军事动员、社会动员、文化动员、思想动员、舆论动员等等。在抗战时期,军事动员是最直接、最重要 

的动员，陕甘宁边区同样面临着军事动员的任务，但相对来说，陕甘宁边区没有直接处于抗战前线, 

这也是陕甘宁边区区别于中共创建的其他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特质所在。对陕甘宁边区来说，在某 

种程度上经济动员是优先于军事动员的,如何通过动员实现财政平衡,为前方提供经济支持是边区 

政府重要的目标。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陕甘宁边区的实践中挖掘动员的原初涵义出发，聚焦于县 

级以下的基层政权,尤其是乡政权的建设，探讨动员本身演变的内在逻辑。

一、动员的原初涵义

在抗日根据地的相关文献中，动员是一个出现频度很高的词汇。《辞海》对于动员的解释为: 

“发动人们参加某项活动。”⑤如果回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陕甘宁边区，可以发现动员的指向非 

常广泛，甚至连劝说学生上学也是“动员学生上学”，动员可说是一帖万灵药,区乡政府“不管大事 

和小事，反正是动员和开会” o®仔细分析，在陕甘宁边区,动员的种类虽然繁多,但主要是两种动 

员: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动员，另一种则是经济意义上的动员。一般来说，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高层更 

多地从政治意义上使用动员一词，但对于基层区乡干部和农民来说，动员指向的主要是财物、人力 

与畜力，即对负担的动员。例如，延安县“动员牲口去盐池驮,老百姓说天冻，不好行动”⑦;清涧县 

“有的区在动员鞋子时完全折成钱”⑧;固临县“庆元区四二年动员人力745个,费人工3598日”。⑨ 

神府县“每一动员工作，在群众面前耍花子，村内负责人不说话，使得贫苦人民加重负担，不分人力 

动员，物力动员这是一般的”。⑩表1呈现了 1941—1942年绥德分区动员的一些基本情况。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 

146 页。

② 黄正林:《20世纪80年代以来陕甘宁边区史研究综述》，《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1期；张国茹：《精兵简政与陕甘宁边 

区的基层政权》，《延安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杨东：《陕甘宁边区县长的群体结构与施政要务》，《人文杂志》2016年第6期。

③ 魏宏运:《抗战第一年的华北农民》，《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1期。

④ 黄正林:《社会教育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2期；李金铮:《农民 

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李里峰:《中国革命中的乡村动员》，《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黄 

道炫:《抗战时期中共的权力下探与社会形塑》，《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4期；王建华:《群众路线是如何炼成的——基于陕甘宁 

边区征粮动员的观察视角》，《四川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王晓荣、何金凤：《抗战初期中共对陕甘宁边区外围国统区乡村上层 

的社会动员》，《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6期。

⑤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册，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0页。

⑥ 陈海阔、德风:《增强下级政府的工作效能》，《解放日报》，1942年5月15日，第2版。

⑦ 《延安川口区四乡赵家窑村调查记》，《解放日报》，1942年1月13日，第4版。

⑧ 洪彦霖:《动员工作与群众负担问题》，《解放日报＞,1942年8月24日，第2版。

⑨ 固临县县长曹德九:《农村中节省人力畜力的几个问题》，《解放日报》，1943年3月25日，第2版。

⑩ 《神府县政府关于五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五日的工作报告）（1940年7月5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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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41—1942年绥德分区各县各项动员统计表

1941 年 1942 年

绥德 清涧 吴堡 合计 绥德 清涧 吴堡 子洲 合计

人力

动员

工事（人） 8652 16500 69424 94576 1002 7761 12197 一 20960

担架（人） 1102 49600 一 50702 763 3492 一 一 4255

畜力动员（头） 7663 20599 4123 32385 1710 12198 3441 650 17999

物力动员

纺花（斤） 3050 一 36150 39200 一 一 16300 一 16300

纺毛（斤） 一 一 一 一 20000 一 一 一 20000

做鞋（双） 787 3300 300 4387 3000 4762 1000 500 9262

鞋底（双） 12867 100 一 12967 2000 一 1000 一 3000

缝衣（套） 5857 一 一 5857 一 一 一 一 一

买菜（斤） 67971 13370 24000 105341 6000 29240 一 25000 60240

零星动员 春节劳军（洋元） 22564 11237 120 33921 666000 333000 3525 17592 1020117

资料来源：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9编，“人民生 

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96页。

说明：米脂、葭县无材料，未统计在内。动员项目尚有木料、电杆，代军政机关耕地、救济粮等项，因数量不多，未在表中显示。

对于基层政权和农民而言,动员与正规税收不同，多指临时的征发。其一，因为此前没有这些 

项目，需要发动农民承担这些开支；其二,这些项目需要基层政权实际运作去做农民的工作,让农民 

出钱出物。所以，动员在某种程度上是负担的同义语。

从表1可以看出，除一些零星动员和代耕外，动员主要分为两种。一是财物动员。财物动员是 

乡村工作中的重要工作。在清涧县石泰乡1942年的动员账本中，该乡的财物动员项目多达31项, 

其中还不包括“动员毛驴送远差七次”。这些动员中，“大部分是临时动员”。财物动员是农民经济 

上的负担。处理好动员工作，是乡长们面临的首当其冲的问题，是重中之重。清涧县淮宁湾第六乡 

乡长张焕成自1942年5月担任乡长以后,“每次区上总结动员工作时，第六乡完成最早,并且负担 

公平，民众没有一点怨言,公粮公草质量也好,没有退回过一颗米,一根草”，因为负担公平,民众拥 

护他,重新划区时,“全乡人民都异口同声，不愿划开第六乡。四个行政村主任,九个自然村村长, 

代表全乡人民具写呈文保留第六乡”。①

二是人力、畜力动员。抗战军兴,人力动员任务较重。神府县“每天动员民夫和毛驴两三千的 

数目字，不分昼夜担架运输了七八天,至今所驻军队机关的村,老百姓仍不能生产。如措置烧柴，粮 

米草料，带路，送信，担水，背行李等,一天到晚不得安静”。②在很多动员中，人力和畜力动员同时 

进行。动员畜力时，需要让畜力的主人随同前去使唤、照看畜力。清涧县动员运输队的办法是“把 

近城几个区及义务劳动比较少的几个区里的赶脚的和有强壮牲口的编成队。十个一队，每队选一 

队长，免除他们其他劳役，只来县城应差。现全县共有三十三队，每队应差一天,三十三天轮一 

回”。③通过动员,各县把人力和畜力都组织了起来。从整个边区来看,1941年是陕甘宁边区动员

① 《清涧淮宁湾六乡乡长张焕成工作努力，每次动员工作最先完成》，《解放日报）,1942年9月6日，第2版。

② 《神府县政府关于五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五日的工作报告》（1940年7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第 

389 页。

③ 焕南：《介绍一个动员牲口的例》，《解放日报》,1942年5月30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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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最重的一年。这一年全边区的人力负担,每劳动力平均100-115天;畜力负担，每畜平均 

65-75天。①在完成人力、畜力动员的同时，也把农民组织起来了。

二、动员及其调适

对于陕甘宁边区的农民来说，动员给其带来的负担主要包括公粮、公草、运盐代金、公债，以及 

其他动员。其他动员种类和数量繁多，在表1中已经有所体现。

公粮、公草是最主要的负担。以实征公粮论,1940年为9. 7354万石,1941年为20. 1617万石， 

1942年为16. 5369万石，此后大约稳定在16万石左右,1945年减为12. 4万石。②公草在1941年 

达到了 2600万斤。③公粮、公草之外，运盐也是边区的一项重要工作。毛泽东认为,边区的财经问 

题，“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为实现这两个目 

标，盐的作用不可小觑:“盐的第一个好处是解决出入口平衡问题。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 

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如能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与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盐出境，即算基本 

解决了两个问题”。④因此,盐的运输成为解决边区出口和财政平衡的关键。为了盐的运输，边区 

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畜力，原本分散的农民被组织成运输队。1941年公盐的运输改交运盐代金，公 

盐数量为6万驮，“每驮出四十元运费”，成为一项重要负担。1942年增加一倍为“12万驮”，1943 
年稍减，为“10万驮”，1944年为& 5万驮，每年运盐办法各有不同。⑤运盐之外，还有公债。公债 

发行总额为法币500万元,并分配给各县，实际上完成数目是“618万元”。按说公债，政府是要还 

本付息的，不能视为负担,但当时民众将其视为负担。如赤水、新正等县民众认为公债就是“要人 

头税，每人五元”，“出了这款子不指望公家还钱了”，民众认为公债是“大款子”，是“自己的负担”， 

“公债是派款”，“不相信会还”，而“把公债票认为是收据，无用的东西，随手乱丢，甚至有贴到墙上 

和作剪鞋样用，给小娃玩耍”⑥，或是“把公债票糊窗子”。⑦

1942年，陕甘宁边区的动员大多是一些不正规动员。不正规动员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项 

目太多”，“时间、次数无定”。“番［翻］开石泰乡一年来动员账本一看，可以数出今年财物动员项 

目共31项”，其中大多是“临时动员”，次数多,数量小，劳师动众，浪费民力。女口“有关慰劳的动员 

五次,乡学教员米与办公费各二次,冬学公费一次,欢迎剧团费用三次，乡参议员开会费用一次,鞋 

子三次”。这些临时动员，涉及金额“数量是很小的，如冬学费十二元，每一行政村只分得三元，慰 

劳抗工属麦子八斗，每行政村分到二斗,有一次动员乡学教员米一石，每行政村分到二斗多” o数 

量虽然小,“可是被作为一次动员工作，要召开一次乡干部会议,要分工下农村动员，这家收几毛, 

那家收几毛，使得干部与群众,都觉得麻烦”，甚至有“兄弟二人为一斤乡学米的负担问题,跑三里 

路去向乡长控诉村长不公”；二是“变来变去”。“有的县去年运盐本来要发动牲口去运，后来又来 

了一项命令,说是可以用代金来交，于是已购来的帐篷布等又要出卖”，有的县“去年买粮的任务没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揖委员会编：《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 

221 页。

② 《陕甘宁边区历年公粮负担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152页。

③ 马克•赛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页。

④ 《关于财经建设的基本方针给谢觉哉的信》（1941年8月6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67页。

⑤ 《公盐和公盐代金》，《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373页。

⑥ 《建设救国公债的推销情况》，《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420T21页。

⑦ 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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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改成向群众多布置一千驮公盐来抵账,在今年春耕前布置下去”，影响春耕;三是各县“动员 

进行的不统一”。“有的县份公盐两次作一次布置，有的县份作两次布置”，有的地方动员鞋子折成 

钱,有的地方“则要群众做鞋”。①

上述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不正规的动员占据了乡村行政人员的大部分工作时间”②, 

“县政府大半忙在动员工作上面”③，“乡政府的工作内容，除了动员工作以外，真是’空空如 

也"。④

在乡政府一级，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动员。张闻天1942年3月前后在神府县直属乡调查时也注 

意到:“县政府对直属乡政府的领导主要在动员工作的分配上”，而乡长“他忙的事情，最大部分为 

动员与优待抗工属的代耕工作及村民间某些纠纷的解决”。⑤延安县女乡长在上任的两个月内, 

“动员工作做了两件，一件是运盐”，“一件是借粮75石，已经完成任务”。⑥对各县乡长而言，不正 

规动员占了工作的主要部分。表2是对清涧县大岔、石泰两乡不正规动员所占用天数的统计。

表2清涧县大岔乡、石泰乡乡长动员天数（1942年5—7月）

事项 天数（天） 总天数（天） 不正规动员占比例（％）

已经土地革命的大岔乡
不正规动员 30

52
57.7

其他工作 22 42.3

未经土地革命的石泰乡
不正规动员 29

48
60.4

其他工作 19 39.6

资料来源：洪彦霖《改进乡政府工作之我见》，《解放日报》，1942年8月3日，第2版。

在表2中,不正规动员在两个乡都占用了乡长六成左右时间，此外的时间，“两个脱离生产的 

乡长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光是做了自己的私人营生或零星事情”，剩下做制度建设和经常工作的 

时间少得可怜。“大岔乡长在解决乡中琐碎纠纷问题花去12天，整顿自卫军花去10天，在讨论建 

立制度及经常工作上只花去2天。石泰乡长在解决问题上花去了 8天，整顿自卫军花去7天，在讨 

论建立制度及经常工作上只花去4天”。虽然大半时间都花在了动员中，但效果并不好,“动员工 

作，也时常拖着尾巴”。⑦

除了不正规动员多,1941年和1942年的负担重也成为动员中的一个问题。这是相对于1940 
年之前较轻的负担而言的。1937-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主要依靠外援，外援占到了全部 

财政收入的51%-85%,所以边区民众的负担并不重。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停止 

拨款,外援也完全中断⑧，“不发饷,不发枪弹,甚至于外国朋友送来的东西他们也扣留住,我们得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洪彦霖:《动员工作与群众负担问题》，《解放日报＞,1942年8月24日，第2版。

洪彦霖:《改进乡政府工作之我见》，《解放日报》，1942年8月3日，第2版。

《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解放日报》，1943年3月6日，第4版。

洪彦霖:《改进乡政府工作之我见》，《解放日报》，1942年8月3日，第2版。

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第82页。

《女乡长乔桂英——延安县参议会特记之二》，《解放日报》，1941年9月30日，第4版。

洪彦霖:《改进乡政府工作之我见》，《解放日报》，1942年8月3日，第2版。

以法币计，国民政府拨发的经费1937年7—12月为1927672. 84元,1938年为4480157.16元,1939年为5000436.1元, 

1940年为4997074. 11元,合计为16405340. 21元。1940年11月起停发经费。国内外进步人士捐款,1937年7—12月为36254. 2 

元，1938 年为 1973870. 97 元，1939 年为 604207. 53 元,1940 年为 5505901. 69 元，1941 年为 779106. 2 元，合计 8899340. 59 元。数 

据参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427T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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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点”①，虽然还有苏联方面的资金援助②，但边区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用毛泽东的话说: 

“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O年及一九四一年，国民党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 

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 

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③在这种情况下，边区的民众负担开始加重。以公粮为例,1940年之前, 

边区人均负担在0. 1-0.7斗之间，占收获量的1%—6%，而1941年以后占收获量的14%左右。④ 

当然，除了公粮，边区还有其他负担，表3是清涧县大岔、石泰两乡在1941年至1942年一年的收入 

与负担情况。

表3清涧县大岔、石泰乡一年的收入与负担（1941年8月至1942年8月）

已经土地革命的大岔乡 未经土地革命的石泰乡

数量 价值（元） 数量 价值（元）

人地

耕地（均） 6093 一 1410 一

人口（人） 1849 一 1506 一

劳动力（人） 828 一 490 一

收入

打粮（石） 1362. 6 一 579 一

副业 

商业

羊（头） 1729
100000

一
350000

猪（头） 295 一

负担

公债（元） 一 3210 一 4710

公粮（石） 218 一 281 一

公草（斤） 35970 一 39150 一

运盐代金（元） 一 17144 33494

其他动员（元） 粮600斤，钱1500元 粮870斤，钱1890元

资料来源：洪彦霖《动员工作与群众负担问题》，《解放日报》，1942年8月24日，第2版。

清涧县是由八路军驻防的警备区之一，负担较重。从表3看，该县大岔乡和石泰乡的公粮负担 

占各自收获粮食比例分别为16%和48. 5%。大岔乡是产粮区，占收获量16%的公粮负担是比较 

重的;石泰乡的公粮负担占到了收获量的48. 5%应该是极重了，主要原因该乡不是产粮区,“收入 

主要为商业和种植瓜果”,这两项副业和商业收入是大岔乡的3. 5倍,因此如果算上副业和商业收 

入，公粮负担与大岔乡所占比例大致接近。此外公债数目，两乡也较为接近,公盐代金石泰乡是大 

岔乡的近2倍，也与两乡收入比例相符,此两项负担再加上其他动员，合计占其副业或商业收入比 

例分别为21. 8% ,11. 4%，应该是比较重的。

陕甘宁边区民众负担重不重，不仅要从负担占收入的比例上来判断，还要从横向与纵向的对比 

来评估。正如《解放日报》社论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单从边区土地革命后几年以来的负担数目字 

比较,它是加重了些，但和革命前比较仍是轻得多。边区人民革命前的负担，根据本报现有的材料, 

其最重的要占全年收入百分之六十七,革命后的负担，除了每年征收救国公粮一次外，没有任何附

① 《李副主席与外国记者的谈话》，《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1编，“总论”，第131页。

② 黄正林:《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固原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黄道炫:《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华北的 

进入和发展——兼谈抗战初期的中共财政》，《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3期；

③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48页。

④ 周祖文:《动员、民主与累进税：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征收实态与逻辑》，《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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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今年是最多的一年，其最高额亦不得超过收获物的百分之十及剩余的百分之三十。大后方的田 

赋,今年也改为征收实物，据悉，四川一省要征粮4800万市石，按四川7000万人口计算，平均每人 

负担将近7市斗，边区人口为200万，今年的负担，平均每人1斗粮和13斤草，全边区和大后方比 

较,仍然是不重的。”①这是宏观方面的评判，从微观来看，也有相当多的例子可资证明。

从纵向比较上看，以绥西县景家沟村为例，革命前的1934年和革命后的1942年各阶层收入负 

担比例参见表4。

表4绥西县景家沟村革命前后各阶层负担占收入百分比比较表

年份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 平均（％）

1934 55 53 44 35 43

1942 24.8 21 15 6 13

资料来源：姚鹤亭《从景家沟调查来看，谁为广大人民谋利益》，《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8日，第4版。

从表4可以看出边区各阶层负担与收入比例较革命前有大幅度的减轻，以各阶层平均负担来 

看，下降了整整30%。

再从与国民党控制区的横向比较上看,边区农民的负担也不算重。根据对1940年陕西国民党 

控制区和边区各一个农家的收入和负担所做的估算，国民党控制区农家的负担占其“全年收入的 

百分之三十五”，而边区合水县一个农家负担则占全年收入的“百分之十六弱”②;延安县作为老 

区，承担着“全边区二十几个县中每次动员工作最重的任务,及担负全边区一至一 •五的负担”，但 

延安县一个农家在1940年的负担是“收入的百分之九强”，显然并不重。③虽然1940年边区尚有 

外援和国民政府拨款，农民负担不算重。但即便1941年边区负担陡然加重之后，与附近国民党控 

制区相比，仍然是不算重的。1942年，擲县的一些民众“听说今年征粮任务太重了，企图搬出边区, 

悄悄的派人去打听,结果探得消息，友区比边区的负担还更重，就不再动摇了”； 一些了解真相的民 

众表示:“这山望见那山高，咱常到边境上买东西就知道得很清楚，那达的生活还不如边区呢! ”④对 

于边区负担,作为党外人士的边区副主席李鼎铭的观点，是比较公正的,他认为：“边区负担问题, 

不能说不重,但在抗战时期，也不能算重,看到边区干部今日粗衣滥食,更不忍说重o ”⑤

边区的负担虽然从纵向和横向比较来看都不算太重，但不正规动员和临时动员太多，县、区、乡 

各级政权都忙于动员，无暇他顾，这是问题所在。为此，边区政府做了一系列整理和调适，逐渐减少 

动员,并使动员走上正规化、制度化,减少对民众的困扰。

第一是动员要正规化，尽可能减少临时动员。边区政府颁布了《战时动员法规》,该法规“集结 

了多年来动员工作的经验”，民政厅指示各县切实按照法规执行，强调各地“要把动员制度建立起 

来，要统一动员，合理的动员，有组织的动员,节省人力物力，需要负担都能合理，不发生苦乐不均的 

现象”，并“严格取缔一些……转嫁负担于人民的不合理动员”。⑥“动员工作是不能减少或不可能 

大量减少的，但却是可以调整的，一般地说乡上进行动员都是根据县区的指令进行的，所以县区必

① 《论征公粮公草》，《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5日，“社论”，第1版。

② 陈华:《边区人民的负担究竟重不重》，《解放日报》，1941年11月9日，第3版。

③ 陈华：《边区人民的负担究竟重不重（续完）》，《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0日，第3版。

④ 海稜:《农村夜话——只要边区在，不愁没饭吃》，《解放日报》，1942年2月5日，第4版。

⑤ 《李副主席谈从政感想》，《解放日报）,1942年7月12日，第1版。

⑥ 《边区政府颁布战时动员法规》，《解放日报》，1942年5月30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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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注意怎样能够在一年之内减少动员次数，例如动员乡学教员粮食，可以与公粮动员同时进行，动 

员有些临时费用，可以与运盐代金同时进行”。由于相当一部分乡、村干部“没有决心建立正规制 

度与经常工作”①，边区政府意识到，区、乡政府工作没有做好的原因是动员“还没有走上正规 

化”。②

第二是动员要有组织、有计划。临时动员过多，是由于无组织、无计划造成的。固临县有感于 

“人力畜力的动员,过去曾犯了无组织的毛病”，“曾浪费人力畜力不少”，因此提出“动员工作要有 

计划”③，改变乡政府的工作方式o首先,要充实、明确乡政府的工作内容，“乡长的业务应当是主持 

民事、乡村财政和动员工作”，乡长“每月至少召集各委员会主任开会一次”，会上让各主任“汇报自 

己部门所进行情况” o其次,“乡行政村、自然村都要建立存根制度，任何一种数字统计都要经过审 

查，留下存根”，并“建立半月汇报制度”。再次，“县区组织乡政府会议”，“进行业务教育”，并对乡 

村工作“进行系统检查”。最后，建立“奖罚制度”。④要奖励做的好的，惩罚做得不好的。此外，在 

农忙时节，动员应该有计划地减少,1942年边区政府曾下令，春耕期间，“无论任何动员都须减 

缓”。⑤

第三是减少动员中的浪费，节约民力。动员中有些人力畜力本是可以节约的，固临县认为, 

“如运菜、驮水、送信，这些本机构可以解决的，不必定要动员”。据估算，固临县庆元区1942年“动 

员人力七四五个，费人工三五九八日，牲口一O四九个，费畜工五四O四日，这里面人力畜力就有着 

浪费”。⑥在一系列整改与调适之后，动员有了明显的减少。以延安、绥德两县为例，“延安前年 

（指1942年——引者注）动员民力60025个,去年只28493个，减少31532个，即减少110%强。绥 

德前年动员民力75196个,去年只900个，减少74296个,即减少8255%强”⑦，极大地节约了民力， 

其背后原因是军队自运粮草，减轻了民众负担。

三、动员的政治与经济两翼

动员，除了要关注负担轻重,还要考量是否公平。

如果说1941年讨论的大多是负担重不重，那么1942年之后讨论更多的则是负担是否公平合 

理。“近年以来，边府对各种负担，都规定有一定条例,并且在厘定负担数字时，一般地通过乡参议 

会与群众的民主决定;负担的人应占到全人口百分之八十这一原则，已完全做到，所以，我们确定的 

说，边区的负担，基本上做到了公平合理”，但是，这还不够，“是否每个村子都已经做到很精确了 

呢？还没有”，“我们应当尽一切力量使负担做到最高度的公平合理”。⑧揆诸当时的实际,这个观 

察是比较准确的。

边区政府也意识到公平问题的重要性。为使负担更公平合理，边区曾组织延安普查团,深入农 

村，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调查。延安普查团在调查中发现,不公平主要表现为“行政村与行政村的负

① 洪彦霖:《改进乡政府工作之我见》，《解放日报》，1942年8月3日，第2版。

② 陈海阔、德风:《增强下级政府的工作效能》，《解放日报》，1942年5月15日，第2版。

③ 固临县县长曹德九:《农村中节省人力畜力的几个问题》，《解放日报》，1943年3月25日，第2版。

④ 洪彦霖:《改进乡政府工作之我见》，《解放日报》，1942年8月3日，第2版。

⑤ 《陕甘宁边区政府 ——令迅速开会议讨论春耕期间限制动员具体办法》（1942年3月27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 

编》第5辑，第365页。

⑥ 固临县县长曹德九:《农村中节省人力畜力的几个问题》，《解放日报》，1943年3月25日，第2版。

⑦ 《边区政府精简总结》，《解放日报》，1944年2月8日，第3版。

⑧ 洪彦霖:《动员工作与群众负担问题》，《解放日报＞,1942年8月24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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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不公平，户与户的负担不合理”。①表5是延安普查团在调查中发现的众多不公平例子中的 

一例。

表5延安县蟠龙区五乡三个行政村的基本情况及负担表n

目项

基
本
情
况

52 85 69
2

232 3 552 338

11 80
1±62

627 11 7 2952

/
(
X
 

牛 62
6211

561± 235 653 311

/
(
X驴 23

35

284 427
283 311

负
担

量数
乡
(%

全

比 

占

分 量 数
乡
(%

全

比 

占

分 量 数
乡

(% 

全

比 

占

分 量 数
7 81±3 82

9
30. 82

903 432 11

3
30.

493 3
30.

11

1 723
22

O
 

g 1 3
27. 55

11

5
87

52 511 8 O89 72 0033 11

资料来源：郭涛《农村负担的公平合理问题》，《解放日报》，1942年3月29日，第3版。

除上述负担外，五乡尚有负担“教育基金280元”，表中没有反映，具体如何分配不得而知。全 

乡有206户833人,但实际负担仅151户651人，各户负担的标准，是“以行政村为单位”，“依凭估 

计”②，因此造成行政村之间的不公平。从表5可见，第一行政村的户数、人口、劳动力、土地、羊牛 

驴，乃至粮食收获量距离第二、三行政村都有较大差距,但公粮、公草、公盐的负担却都接近了 1/3。 

只有公债的数量与各村的情况较相符;第二行政村打粮是第一行政村的 1- 5倍，但负担仅仅多了 

1/4;悬殊最大的是第三行政村和第一行政村,第三行政村除耕地少20坝以外，其余数据都比第一 

行政村多,有的还多出不少：比如劳动力多了 18个;牛整整多出26头,多者是少者的2. 3倍;羊多 

出191头,多者是少者的2. 1倍，驴也多出了 10头;打粮也多了 98石;可第三行政村的负担反而比 

第一行政村少，其中不合理、不公平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村与村之间不公平，县与县之间的负担也不公平。以延安县为例。延安县作为一个老区, 

承担了“在全边区二十几个县中每次动员工作最重的任务”，“担负全边区十分之一至一 •五的负 

担”。③就公粮而论，延安县“以3%的人口承受了 13%的公粮任务”。④

对于动员中负担的不公平，边区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政治上的举措。指向经济的动员一旦遇上 

问题，就需要政治上相应的措施进行补救。政治和经济的相辅相成，成为动员的两翼。政治动员的

① 郭涛:《农村负担的公平合理问题》，《解放日报》，1942年3月29日，第3版。

② 郭涛:《农村负担的公平合理问题》，《解放日报》，1942年3月29日，第3版。

③ 陈华：《边区人民的负担究竟重不重（续完）》，《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0日，第3版。

④ 《确定今年征粮总额以后》，《解放日报》，1942年3月31日，“社论”，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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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是经济动员，而经济动员又要通过政治动员来做一些调适和校正。

第一项措施是加强地方各级政权的“三三制”建设。“三三制”是为了补动员的不足，“实现三 

三制，党外人士敢讲话了，党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才能真正深入细致地去研究党的政策，党的政策 

也会真正为广大人民所理解”。①1942年3月，在“三三制”提出一年半之后,边区政府开始在县一 

级贯彻该制度。“三三制”的下移，使各方、各阶层对于负担动员“都有说话、办事的权利和机 

会”②。志丹县一个小地主参加了“三三制”政权,他说:“我现在可有了说话的权利了！”③到1942 
年5月，边区“县级三三制，一般的在人员配备上已经充实起来了，今后的问题是好好运用它以达 

到抗日建国的目的”。④可见，“三三制”的实行，有利于动员的更加公平合理。

第二项措施是加强县乡的参议会。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虽然在1939年1月已经召开，但并未受 

重视，开会完后一直悄无声息。直到面临财政困难，边区才于1941年11月召开第二届参议会。此 

后，各级参议会才开始真正发挥作用。县参议会有较大的发言权,县参议员一般是地方士绅,有一 

定的影响力，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在征粮中，“许多县参议员都能踊跃的缴纳公粮公草，给群众很 

好的影响”。⑤1942年,乡参议会也开始受到重视。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特别强调，乡 

“参议会是决议机关,又是执行机关”，乡“参议会开会时,乡政府停止办事,这时有事由参议会办 

理”⑥，乡参议会“是议决者,又是执行者”。⑦对于群众不满意的乡长，乡参议会可以开会改选。神 

府县直属乡参议会在1942年“因民众不满意新当选的乡长”，于是乡“参议会开了第二次会，改选 

了乡长”；“乡参议员在本村能起作用”，“村上一切比较大的事情，同全村居民有关的,村主任、村长 

照例要先找乡参议员商量”，乡参议员“实际上是村长、村主任的顾问”⑧，举凡负担动员都经过了 

参议会的讨论和评议，以调适动员不足，改正负担过重和不公平之处。

四、动员与乡政权效能

乡政权忙于动员，但收效不大。“乡区一级的政府工作人员，成天忙个不停，往往费力多而收 

效少。今天开会，明天动员，干部从这村赶到那村,老百姓却怀着厌烦的心情”。⑨出现这种情况, 

固然是因为1941年边区财政出现困难后,需要乡政权通过大量动员来汲取资源以支撑财政，一般 

民众大多有负担重的感受;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由于陕甘宁边区政权结构“头重脚轻”⑩，导致基 

层政权的效能不高。

对于边区政府的“头重脚轻”，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副主席李鼎铭有过形象的说明：“人，拥 

塞在上边,没有好多事做,有的甚至觉得闲得难受;而下边堆满了事，找不到做事的人，这叫做头重 

脚轻。政策，在上边决定的时候,有理论,有办法,面面周到,到下边变成简单的执行命令,甚至跟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实行三三制，贯彻党的领导》，《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社论”，第1版。 

《充实县级三三制》，《解放日报》，1942年3月4日，“社论”，第1版。

杨永值:《施政纲领颁布后的一个月》，《解放日报＞,1941年6月8日，第2版。

《三三制的运用》，《解放日报》，1942年5月25日，“社论”，第1版。

李焕时:《征粮中的二三事》，《解放日报》,1942年2月8日，第4版。

谢觉哉:《乡市参议会怎样工作》，《解放日报》,1942年1月6日，第3版。

谢觉哉:《乡市参议会怎样工作（续完）》，《解放日报》,1942年1月7日，第3版。

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第80,76页。

陈海阔、德风:《增强下级政府的工作效能》，《解放日报＞,1942年5月15日，第2版。 

《再论精兵简政》，《解放日报＞,1942年2月20日，“社论”，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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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决定完全相反，这叫做头重脚轻。”①显然，在1941年下半年,边区政府已经意识到政权结构“头 

重脚轻”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层级架构中，“乡级政府，是政权的最下层组织,是和人民最接 

近的。它对于政府法令政策的执行和乡村建设工作的推进,是负担着直接的责任的”。但由于“抗 

战更加困难,动员工作较多,特别是乡级政府的任务未能明确规定,经常工作制度建立很差”，导致 

乡政府“形成动员工作来时就忙，动员工作完成时就闲的现象”②，贯彻上级政府意志的能力不强。 

边区政府深以为苦，“头重脚轻、上级命令不能下达，县以下不能建立经常的正规的工作制度，这已 

经是边区行政工作苦恼了几年、而始终没有圆满解决的问题”。③

可见，乡政权的孱弱，是边区政府“头重脚轻”、政府效能不高的主要表现。究其原因,则在于 

乡政权的干部弱。延安县是陕甘宁的老区,也是乡政权相对比较强的县，但1941年延安县的乡政 

权也不容乐观。按照延安县县长刘秉温的说法:“最大的缺点是干部弱”，“60个乡的乡长几乎全 

部是文盲，区级的也还有一半以上是文盲，其他的也有很多半文盲。以文盲治理国家确是天下之大 

难事。一切既都凭脑筋记，工作到了下级自然是要层层打折扣或甚至变成没有了”。④延安县尚且 

如此，其他各县的情形更堪忧。边区政府曾下决心抽调强干有力的干部,到三五个县政府里,边做 

工作,详细考察并研究如何建立乡政府的经常、正规工作制度,以求通过实际工作经验得出一个增 

强乡政府执行上级政府能力的具体方案O
在上述背景下,1941年11月，第二届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的议案，并获 

得大会通过,为提高乡政权效能提供了机遇。

对边区政府而言，“精兵简政”主要是“简政”。边区政府努力的方向在于，“行政工作抓中心, 

行政机构讲求精干,建立正规工作制度,提高工作效率;在干部使用上不仅要使人人有工作,而且要 

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在财政工作上不仅要取之合理,而且要用之得当”。“简政”不是“恢复于 

'简陋’，也不是提倡粗枝大叶的’简略’”，而是针对着过去政府结构中存在着的缺点，“建立正规 

制度和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⑤显然,为了达成这两个任务，充实县以下政权变得迫在眉睫、刻不 

容缓了。

鉴于“头重脚轻”的症结,“简政”的一个措施是将边区政府各级编余人员充实到下级政权中。 

100多名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青年干部被分配到县区工作。谢觉哉认为知识干部充实到县区去是 

“一件大事”，“我们的政权建设逐只有新的理论,还没有完好的各种具体工作的规律与成绩,还没 

有幄炼出足够多的各级政权人才”，而“没有建设完善的政权，不可能有抗战的胜利”，这次知识干 

部要到县区去充实政权，“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对这次分配下去的同志抱有巨大的希望，你们在 

县区努力，我们在这里努力,大家密切联系，时常写信，相互督促、商量，求得改造作风，改造自己，改 

造边区”。⑥

在“简政”过程中，边区政府提出了“一切工作在于乡”⑦，“加强乡政权，创造更多的模范乡 

村”⑧的口号。在此背景下，县区干部继续向下深入、加强乡政权。延安县精简了百余名干部，其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到下层去！》，《解放日报》，1941年12月9日，第4版。

《乡级政权的基本任务》，《解放日报）,1942年9月19日，“社论”，第1版。

《再论精兵简政》，《解放日报＞,1942年2月20日，"社论”，第1版。

延安县县长刘秉温：《三年来我们怎样建设延安县?》，《解放日报＞,1941年9月12日，第2版。

《精兵简政》，《解放日报》，1941年12月5日，“社论”，第1版。

谢觉哉:《赠言——在欢送边府分配到县区工作的同志会上讲》，《解放日报》，1942年6月4日，第1版。

《精兵简政中关于处理干部的两个问题》，《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2 EJ ,第2版。

《边区政府精简总结》，《解放日报》，1944年2月8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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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余名的县区乡干部转入了生产,另外一部分县区干部，调到区乡工作”；对于转入生产的干 

部，延安县要求他们参与乡村工作:“你乡工作的好坏，你要负重大的责任。”①转入生产的干部大多 

领导乡村的工作，担任乡的支书等。志丹县在“简政”编整过程中，区级干部共精简了 13人,3人去 

学习,2人在生产部门工作,3人担任乡长,1人调完校任教员,2人调县委工作,2人因病减缩回家; 

担任乡长的3人都是原任区助理员的堪以委任者②,区助理员对乡一级的工作比较熟悉，对加强乡 

政权无疑有所助益。固临县县、区二级共精简31人，其中11人改任乡长。③曲子县县级干部编余4 
人，其中2人派任乡长。④环县县、区两级干部编余21人,去向比较分散，其中2人派任乡长。⑤子 

长县县、区党政民干部原有143人，整编后共余101人，编余干部42人，“此次整编中干部情绪很 

好,一般学生出身的干部，都以眼睛向下的决心自动要求到区乡去工作”，其中2人派回乡当支部 

书记。

充实干部之后，乡政权工作主动性得到提高,“在春耕动员布置中，区乡干部均能自动在乡与 

村中作生产计划”，“县上只派人到区乡检查与指导，已将过去以上代下的工作作风，初步改变过 

来”。⑥县区编余干部深入乡政权，“使数以百计的偏僻乡村有了新干部”。⑦从材料中可以看出， 

简政中派任乡长的编余人员都是能力较强者,他们充实到乡政权,对于加强乡政权无疑大有益处, 

乡政权的工作效能有较明显的提高。

除了充实乡政权干部之外，边区在政权建设上也采取措施加强乡政权。一是实行第二届参议 

会关于乡政权增设文书的决议。“乡政权只有乡长一人常驻办事，确有顾此失彼的困难，加上乡长 

文化过低,对上级政策和法令有解不开的困难,对分析情况和总结工作有吃不消的困难”，总是出 

现县、区“以上代下”的积习。为克服上述问题,有必要“添设一个有相当文化程度的文书”⑧;乡文 

书“应该具有能写报告,能够笔算或珠算和看懂一切公文法令的最低限度的文化水平”，有文化程 

度的乡文书与“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乡长”相结合，就可以“补目前下级干部之所短，发挥其所长，就 

可以使县区乡政权工作加强起来”，以解决“以前县长科长区长下乡传达布置工作时，县区政府工 

作常有停摆现象，误事很大”的问题。⑨二是确认乡参议会的地位。乡参议会是乡政权“最高权力 

机关，乡参议会闭会期间，乡政府就是最高权力机关，行政村主任由乡参议会通过委任之”⑩，使乡 

政权的民主集中制得到贯彻。

边区政府的目标，是建设一个能适应抗战要求的乡政权，通过加强乡政权，从政权结构上解决 

“头重脚轻”问题。由于乡政权效能不高，没有建立经常的工作制度，边区只能依靠动员获取抗战

① 《精兵简政中关于处理干部的两个问题》，《解放日报》，1942年11月22日，第2版。

② 《陕甘宁边区政府批答——为照准志丹县编整事＞（1942年1月3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5辑，第133页。

③ 《陕甘宁边区政府批答——固临县不应设应秘书处等事》（1942年2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5辑，第 

209 页。

④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曲子县编整情形及第三科增加一人不能照准的批答》（1942年2月2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 

选编》第5辑，第265页。

⑤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环县编整问题的批答》（1942年3月1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5辑，第332页。

⑥ 《子长整编完毕，区乡干部工作效率提高》，《解放日报》,1943年4月1日，第2版。

⑦ 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涎安道路》，第203页。

⑧ 《加强乡政权，区以上须精简机构精简人员》，《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1编，“总论”，第202— 

203 页。

⑨ 王幸之:《县区乡级政权工作的干部和组织问题》，《解放日报》，1942年6月13日，第2版。

⑩ 《加强乡政权，区以上须精简机构精简人员》，《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1编，"总论”，第202— 

203 页。

26



周祖文/论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基层动员的逻辑

资源,但从根本上说，“动员工作太多,乡政府是没法正规起来的”。①县级以下各级政权要减少动 

员,建立经常的工作制度,“归根到底不能离开乡政权来实现” O因此,边区政府从干部和制度建设 

等各方面充实乡政权，其目的是“要改进乡政权的工作方式，纠正强迫命令主义的残余，要纠正滥 

用动员方式的习惯，今后只有战争性质的动员，才采用动员方式,而关于经济文化教育等建设工作, 

一般不要用动员方式”。②

五、结论

陕甘宁边区动员的演进逻辑，是从不正规动员到正规动员，再到累进税制。动员终究是临时性 

质的措施，中共一直希望相对处于抗战后方的陕甘宁边区逐步用正规的制度代替动员。对于救国 

公粮这一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正规动员,边区也一直尝试转向累进制税收。在边区政府“头重脚轻” 

的结构得到改善,乡政权得到充实之后，毛泽东认为实行累进制税收的条件已经成熟。1942年底, 

他指出救国公粮作为一种动员，“主要缺点是税率不确定，损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要求边区在 

1943年“制定一种简明的农业累进税则，依一定土地量按质分等计算税率，使农民能够按照自己耕 

地的量与质计算交税数目。农民有了这个计算，就可计算他全年全家收支的比例,就可放手进行生 

产，而增加生产积极性，保证粮食的增产;政府征税时也就不发生不公平的问题了”。③在此背景 

下,1943年边区开始在延安等三个县、地区试行农业累进税，并在1944年把试点区域进一步扩大。 

显然，有明确预期的累进税制比临时性质的动员更有益于激励农民扩大生产。

在转向累进税收制度之前,乡政权没有正规、经常的工作机制,使得乡长整天忙于动员,却收效 

不大。乡长动员的低效，实际上是陕甘宁边区政权结构“头重脚轻”，无法顺利进入乡政权这一尴 

尬处境的反映，也是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尚未真正深入农村与农民之中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频繁 

和杂乱的动员似乎在短期内是不可避免的。对财物、人力和畜力的临时、不经常性的动员导致了很 

多问题。为此,边区政府适时进行了调整。同时，边区政府在经济动员出现问题时，则用政治建设 

加以补救。

不可否认的是，通过对财物、人力和畜力的动员，陕甘宁边区把“马铃薯”式分散的农民组织起 

来，而在动员中出现的问题，又促使边区政府着力提高基层政权,尤其是乡政权效能。伴随着“精 

兵简政”后县区干部不断向乡政权充实，乡政权工作的经常化和正规化得到加强，“三三制”和乡参 

议会也日渐完善，边区政权结构开始逐渐深入农村和农民之中。当边区改善了政权结构“头重脚 

轻”的问题之后，转而将救国公粮等动员转向累进税制时，农民的生产热情被激发出来，动员也就 

逐渐完成了使命。

〔作者周祖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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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Use of Mass Organizations? ------ A Debate in 1944 ..................... Huang Daoxuan(4)
The r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CCP) had always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relying on the masse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mass line became one of the three magic weapons of the 
CCP5s revolution. Mass organizations were indispensable driver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ss line. Mass organizations 
played different roles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War, the mass organizations helped the CCP to open up 
the situation rapidly and form a sphere of influence.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War, they cooperated with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s to promote the works of all base areas to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In the end of the War, the status of the 
mass organizations gradually decreased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CCP's control to the society. At this time, the 
discussions within the CCP over whether the mass organizations need to be preserved highlighted the embarrassment of the 
status of the mass organizations and the subde differences for the weight of the mass organizations in the minds of different 
leaders.

The Logic of Grass-roots Mobilization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  Zhou Zwwn(15)

Reading and Acceptance to On the Protracted War in the CCP's Resistance Base Areas 
...............................................................................................................................................Jin Bowen

The Evolution of Teachers5 Salaries in the National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 Niu Zi(44)
During the total War of Resistance, the salaries of university teachers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changes. At the 

beginning, the salaries of university faculties were reduced, and maintained at a low level with single sourc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ife of teachers ? the government issued subsidy policies one after another after 1940, among which the living 
subsidies and food vouchers wer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nes. The war subsidies narrowed the salary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grades of teachers, but the salaries of professor group had no satisfactory increase. This resulted in discontents 
among professors and gave rise to a reward policy mainly for senior teachers. During the War, various allowances gradually 
exceeded the salary incomes, composed the main body of teachers，salaries, and became the basic guarantee to maintain the 
life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War. We should not over value the salaries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n 
modem China, but rather presenting the real living situ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 based on objective historical facts.

Daily Hygiene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Soldiers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 Song Hong(61)
The daily hygiene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soldiers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War provided concrete exampl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CP*s  management of the army. Daily hygiene problems were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health of soldiers and 
the clean environment they lived in, but also to the combat effectiveness of the CCP army. It was also one of the contents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fighting with the Japanese army. Therefore, on the one hand, the CCP focused on the individual 
health of soldiers and trained soldiers to form the daily health habits. On the other hand, it improved the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 and public health, and thereby strengthe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rmy and the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soldiers*  daily health, the CCP took a variety of measures of mobilization and education, which to the greatest 
extent reduced the resist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ldiers' daily health measures had laid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strengthening the combat effectiveness of the CCP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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